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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认知重评对负性信息传播的 

调控及多维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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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功能已被广为证实, 但该策略对情绪相关行为是否具有类似的调节作用并不清

楚。考虑到虚假舆情信息的传播管控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重要性,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 从行为和电生理层面考察积

极认知重评在全貌未知(对发生原因不了解)负性信息传播中的调控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被试在进行

积极认知重评后对全貌未知负性信息的负性情绪体验降低, 道德判断标准放宽, 转发行为减少。(2)积极认知重评

降低了被试观看负性信息时其情绪注意相关的枕颞区早期后部负波(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 EPN)波幅。中介分析

进一步揭示, EPN 在积极认知重评减少被试转发意愿和转发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该结果提示, 积极认知重评策略

能通过降低个体对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 从而有效减少个体对全貌未知负性信息的转发行为。 

关键词  信息传播, 积极认知重评, 负性情绪, EPN 波 

分类号  B842 

1  前言 

随着网络媒体与在线社区的流行, 诸如微博、

微信、Tweet 等不同平台在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提

供便利 (王著维 , 2021)、增强社会联系 (王楠  等 , 

2022)的同时 , 也产生了大量的虚假舆情信息 , 研

究网络舆情管控的重要性日益提升。Facebook 和

Instagram 自新冠疫情后删除超过 2000 万条虚假信

息 (丁浩  等 , 2023), 新浪微博在 2021 年处理了

66251 条不实消息(石锴文, 刘勘, 2021)。这些负性、

来源未知、误导性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信

息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情绪(Bollen et al., 2011), 使

人们忽略信息的可信度(Baum et al., 2020), 激发人

们的选择性关注, 增加信息的传播性(Meng et al., 

2018; Yokoyama & Tateno, 2013), 引发病毒式的传

播(Berger, 2014)。而负性偏向(朱永泽 等, 2014)的

存在则会让此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拥有较高的存

活率(Mesoudi & Thornton, 2018), 并伴随着模糊信

息被过度负性解读的倾向(张梅 等, 2021), 从而在

传播过程中导致议题扩散, 形成网络突发事件。 

虚假舆情信息的传播与管控一直是研究的热

点。如前所述 , 减少此类信息传播的数量和范围 , 

尤其是对于发生原因未知的负面信息的传播, 根源

在于降低个体对全貌未知信息的负性情绪感知。然

而, 先前的研究多基于信息传播的理论模型, 通过

收集问卷数据, 进行数据建模, 得出负性信息框架

的存在(Yokoyama & Tateno, 2013), 内容的丰富程

度(Hofmann et al., 2013), 以及蕴含的情感信息(王

丽 丽 , 张 玲 玲 , 2023), 传 播 者 的 影 响 力 (Yang & 

Counts, 2010), 活跃程度(Celsi & Olson, 1988), 传

播群体内部的信任度(王丽丽, 张玲玲, 2023)等是

此类全貌未知负性信息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还有

研究通过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建立谣言检测模型, 对微博等微型博客上的文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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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利用信息的时间序列特征以及信息的内容

特征, 捕捉到谣言传播过程中的模式, 实现了自动

化谣言检测(Ma et al., 2016)。上述研究从群体视角

出发, 着重关注的是信息特征或传播者特征对信息

传播的影响, 或使用神经网络进行检测甄别, 实现

对此类信息传播的管控, 但并未考虑从情绪根源入

手, 研究情绪调节策略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及机制。 

近年来, 情绪在此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及

机制逐渐成为研究重点。Chen 等人(2017)利用半监

督模型(semi-supervised graph model)尝试研究人类

情绪对转发行为的影响, 结果发现当模型中加入情

绪因素时, 预测的准确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且愤

怒情绪的预测表现最好。陈业华和张晓倩(2018)基

于 SIR (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传染病模型

建立了网络突发事件中网民群体情感传递模型, 结

果显示情绪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调控能力对网民

群体情绪传播具有显著影响, 若增大模型中的情绪

传播阈值则能有效控制和疏导网民群体情绪, 避免

负面情绪的快速扩散。毛太田等人(2019)通过情感

分析、微博话题挖掘、关键词提取等技术对网络突

发事件的传播特征进行了分析, 发现事件中的情感

传播表现出强烈的即时性, 负面情绪往往占据主导

地位, 且容易被放大; 群体情绪波动显著受信息框

架和情境影响。然而, 这些研究多是基于神经网络

模型, 从群体信息传播的视角进行的, 但神经网络

并不能模拟真实的个体转发行为, 这导致了信息传

播中对个体层面的心理、神经机制研究的缺失。同

样, 这些研究也没有基于个体的情绪感知去探讨将

情绪调节作为一种可能的治理手段, 考察其对全貌

未知负性信息传播的影响及其在心理、神经层面上

起作用的机制。 

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 其一为探究情绪调

节策略对个体浏览全貌未知负性信息后转发行为

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为整治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

新的思路; 其二为寻找情绪调节策略影响个体转发

行为的神经生理指标, 进一步揭示情绪调节起作用

的神经机制。 

作为一种重要的情绪调节策略, 积极认知重评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指的是个体以建设性

的方式重新解释情绪事件, 转变事件对个人的意义, 

从而改变个体的情绪体验(Ochsner et al., 2004)。虽

然个体的情绪反应与行为反应紧密相关, 但目前关

于积极认知重评影响个体行为的研究较为缺乏。而

相较于注意转换(个体将注意力从负面刺激上移开

或集中注意力于某个积极或中性元素上, 以此减轻

负面情绪)、表达抑制(抑制情绪的外在表现)等基于

调整注意或行为的策略(Gross, 2002), 积极认知重

评作为一种投入式的策略, 被认为是一种更积极和

长期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它不仅能显著降低个体

面对负性刺激时的负性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程利 

等, 2009; Ochsner et al., 2004; Webb et al., 2012), 

同时还会增强正性情绪体验与表达  (Webb et al., 

2012), 并 且 不 会 导 致 工 作 记 忆 受 损 或 生 理 不 适

(Butler et al., 2003)。故在对个体社会行为(如转发

网络媒体上的信息)的影响上, 认知重评相较于其

他调节策略可能有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 鉴于

本研究重点关注网络媒体上的负性信息尤其是全

貌未知负性信息的传播, 这一场景内生性地决定了

个体在其上是倾向于接受信息、表达情绪的, 故回

避或抑制策略虽然能暂时缓解负性情绪, 但和场景

的内在属性不相符合; 而积极认知重评要求个体重

新 理 解 当 前 的 情 绪 信 息 , 涉 及 思 维 框 架 的 重 塑

(Ochsner et al., 2004), 直面了引起情绪的信息本身, 

是在顺应个体接受信息、表达情绪的基础上对其情

绪的调节, 因此具有更长远的意义, 也更契合于本

研究的场景。所以, 本研究欲考察积极认知重评是

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使个体以一

种更加正向的方式理解情绪信息, 在降低自身负性

情绪体验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此类信息的

转发。同时, 为全面而详尽地考察积极认知重评影

响个体转发行为的心理过程, 除了情绪体验、转发

行为 , 本研究拟收集的指标还包括转发意愿及道

德判断。“转发意愿”直接与转发行为相联系, “道德

判断”则是对信息的认知评价 , 而这种评价亦会对

转发行为产生影响, 如 Brady 等人(2017)研究发现, 

当包含道德情感词时 , 信息的传播数量与范围会

增加。 

就神经生理指标而言, Schupp 等人(2006)总结

了大量研究并指出 , 对情感刺激的加工可由两个

时间上相互区分的 ERP 成分来反映：早期后部负

波 (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 EPN)和晚期正电位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EPN 是刺激出现后

200~300 ms 左右在枕颞区的一个负向成分, 并伴随

着一个中央区的正成分, 是对情绪刺激进行选择性

处理及知觉编码的早期指标, 与自动化的知觉处理

相关(Berchio et al., 2022; Schupp et al., 2006)。LPP

是刺激呈现后 400 ms 左右出现在中央顶区的晚期

正电位, 与情绪刺激含义的深入处理和维持注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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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期 加 工 相 关 (Berchio et al., 2022; Karl et al., 

2015)。Koivisto 和 Revonsuo (2010)指出, 刺激成功

进入视知觉后首先引起 EPN 的增强, 随后伴有 LPP

的增强, 而后者与更高级的基于主观经验与意识的

认知加工有关。因此, 本研究选择 EPN (反映早期

注意偏向)和 LPP (反映晚期情绪体验)这两个成分

来较为全面地获取个体对负性信息进行情绪加工

的全貌。此外, 研究表明 EPN 和 LPP 都对与人相

关的言语情感信息敏感(Baum et al., 2020), 且负性

信息会引起 EPN 和 LPP 波幅的增大(Baum & Abdel 

Rahman, 2021; Yoder & Decety, 2014), 故情绪调节

可能会因为降低了个体对信息的注意偏向或负性

情绪体验而导致 EPN、LPP 波幅降低。 

综上所述, 本研究旨在由个体视角出发, 通过

两个实验从行为和电生理层面分别考虑情绪及情

绪调节策略(积极认知重评)在全貌未知负性信息传

播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实验 1 旨在考察相比于

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组个体对全貌未知负性信息

的负性情绪体验、道德判断、转发意愿和转发行为

是否会显著改善或减少, 以及情绪是否在这一影响

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 借助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旨在探讨相比于观看组, 积极

认知重评组个体在看到负性信息时枕颞区 EPN 与

中央顶区 LPP 的波幅是否会显著降低, 以及 EPN

与 LPP 在积极认知重评影响信息传播中是否起中

介作用。 

2  实验 1：积极认知重评对负性信
息传播的影响 

2.1  被试 

使用 G-power 3 参照 Baum 等人(2020)设置参

数(alpha = 0.05, power = 0.9, f = 0.4), 计算得到实

验 1 共需要被试 68 人。在四川师范大学招募 75 名

健康成年人参与, 所有被试均报告自己从未使用过

精神药物, 且无精神障碍史, 无服用避孕药或其他

激素类药物, 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去除

掉无法代入情景(情境代入评分低于 4 分)的 4 名被

试, 共有 71 名被试被随机分入积极认知重评组与

观看组, 其中男性被试 25 人, 女性被试 46 人(M 年龄 

= 20.16 岁, SD 年龄 = 1.85 岁); 积极认知重评组 35

人(男生 11 人, 女生 24 人), 观看组 36 人(男生 14

人, 女生 22 人)。实验 1 中进行的所有程序均获得

被试知情同意书, 并符合机构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

道德标准及 1964 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来

的修正案或类似的道德标准。 

2.2  材料 

首先, 为模拟人们看到真实信息的情景, 借鉴

前人研究, 采用中性面孔和情绪事件材料相结合的

形式呈现图片(Baum et al., 2020; Suess et al., 2015), 

图片高度 7.8 cm, 宽度 6.76 cm, 文字选择微软雅黑

字体, 字号 24, 文字显示高度 1.3 cm, 宽度均值为

18.12 cm。具体而言, 从中国人面孔情绪图片系统

(CFAPS)中选取男女中性面孔各 67 张(中性面孔可

以让被试在带入情景的同时, 确保情绪的唤起是事

件引起的)。同时编写中性、负性情绪事件各 50 条, 

事件均来自现实生活, 并非虚构。其中负性事件为

反社会行为, 例如：这个男人对救死扶伤的医生发

布侮辱性言论; 中性事件多为日常事件, 例如：这

个女人用手机回复了一条消息(详见网络版附录)。

在四川师范大学选取 50 名被试(男生 27 人, 女生 

23 人, M 年龄 = 21.11 岁, 不参与正式实验), 对面孔

及事件进行评价(7 点评分, 分数越低代表越负性、

唤醒度越低或吸引程度越低), 以保证面孔的效价、

唤醒度及吸引程度平衡, 事件编写有效。最终挑选

出 88 张面孔以及 88 条事件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男

性面孔 46 张, 女性面孔 42 张; 中性事件 44 条, 负

性事件 44 条)。将面孔与事件进行匹配, 组成中性、

负性情绪事件图片各 44 张(各含男性面孔 23 张, 女

性面孔 21 张)。对两种情绪事件图片中的事件进行

分析, 发现中性事件的效价显著更高、唤醒度显著

更低, 表明事件编写有效。其次, 两种情绪事件图

片中的面孔在效价、唤醒度、吸引程度上均无显著

差异, 表明面孔−事件匹配平衡。最后, 方差分析显

示两种情绪事件图片所包含面孔的效价、唤醒度、

吸引程度在男、女间也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

差异, 表明其在性别间也得到了平衡, 见表 1。 

其次 , 为控制被试参加实验时的情绪 , 使用

了 黄 丽 等 人 (2003)进 行 修 订 的 正 负 性 情 绪 状 态

量 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为确保被试情境带入的能力 , 使用了

宋丽波和张厚粲(2002)进行修订的视觉表象清晰

度 问 卷 (Visual  Vividness  of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 VVIQ)。实验 1 使用到的量表还有

公正敏感性量表 (Justice Sensitivity Scale, JSS; 

谢雪贤 , 2012)、交流恐惧自陈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 24 item version, 

PRCA-24; Mccroskey & Richmond, 1982)、微博使用

状况调查问卷(Microblog Excessive Us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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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情绪事件图片在效价、唤醒度和吸引度上的描述性统计 

材料 属性 负性条件 中性条件 t(df) p Cohen’s d 

事件 
效价 M (SD) 1.63(0.25) 4.23(0.17) 57.09(86) < 0.001 12.17 

唤醒度 M (SD) 5.31(0.49) 1.71(0.14) −46.5(86) < 0.001 −9.91 

面孔 

效价 M (SD) 3.55(0.24) 3.57(0.21) 0.39(86) 0.696 0.08 

唤醒度 M (SD) 2.35(0.19) 2.37(0.23) 0.44(86) 0.662 0.09 

吸引程度 M (SD) 3.21(0.47) 3.19(0.42) −0.28(86) 0.781 −0.06 

性别构成(男/女) 23/21 23/21 − − − 

 

MEUS; Hou et al., 2014)、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王力 等, 2007)。 

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信息类型：中性 vs 负性) × 2 (调

节策略：积极认知重评 vs 观看)的混合设计, 其中

信息类型为组内变量, 调节策略为组间变量。因变

量为被试面对两种情绪事件图片时的情绪体验(7

点评分 , 分数越低代表体验越负性)、道德判断(9

点评分, 分数越低代表认为事件越不道德)、转发意

愿(9 点评分, 分数越低代表越不愿意转发)和转发

行为(是否选择转发)。统计分析时, 情绪体验、道

德判断、转发意愿指标为对应条件下的评分均值; 

转发行为指标为“转发率”, 即该条件下的信息转发

数/信息总数。 

2.4  程序 

实验开始前, 被试首先完成正负性情绪状态量

表以及视觉表象清晰度问卷。实验中, 对于每一个

试次, 屏幕首先会呈现 500~1500 ms 的注视点“+”, 

然后呈现 4000 ms 的情绪事件图片, 被试被提前告

知每张图片都由一张面孔和一段文字描述组成, 需

要在观看阅读时代入情境, 想象自己正在网上浏览

该消息, 但只知道该事件发生, 并不了解事件发生

的原因。最后, 在 500~1500 ms 的注视点后, 被试

需要依次进行情绪体验的评分、道德判断评分、转

发意愿评分、转发行为判断, 皆不限反应时间, 但

各评分之间有 500~1500 ms 注视点。相较于观看组

被试, 除了要代入情境, 积极认知重评组被试还会

被额外告知一段积极认知重评的指导语：“在观看

阅读情绪事件图片的同时, 还需要考虑事件发生的

正向原因 , 而非单单考虑事件发生的后果”, 指导

语改编自 Yoder 和 Decety (2014)的研究。而为了检

验被试是否按照指导语进行了积极认知重评, 实验

每过 5 个试次, 在情绪事件图片之后将呈现一段指

导语要求被试在纸上记录下当前试次中考虑的正

向原因(记录两条, 记录时间没有限制), 实验结束

后交由专家(接受心理学专业训练 6 年以上, 熟悉

情绪调节领域者)判断, 不合格者(所记录的原因与

事件无关或被专家评价为不合情理)将被剔除分析

(见图 1)。对于每名被试, 先练习 2 个试次, 后进入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包含 88 个试次, 中性和负性情

绪事件随机呈现, 每个事件只出现一遍。正式实验

结束后进行问卷填写以及情境带入程度测量(7 点

评分 , 评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带入了情景), 如果被

试情境带入程度过低(低于 4)则将被剔除。 

2.5  结果 

2.5.1  操作有效性检验 

通过分析被试对情绪事件图片的情绪体验评

分(7 点评分, 得分越低表明情绪越负性), 发现被

试对负性事件的情绪评分显著低于中性事件(M 负性 

= 1.88, SD 负性 = 0.69; M 中性 = 4.2, SD 中性 = 0.39; 

t(70) = −25.51, p < 0.001, Cohen’s d = −3.02), 表明

对信息的选择是有效的, 负性事件成功唤起个体的

负性情绪。其次, 将积极认知重评组被试所记录下

的事件正向原因交由专家分析评判后, 未剔除任何

被试, 说明重评组被试皆进行了积极认知重评。 

2.5.2  信息类型、调节策略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分别对被试的情绪体验评分、道德判断评分、

转发意愿评分和转发行为(个体选择转发的信息占

信息总量的百分比：信息转发数 /信息总数)进行

2 (信息类型：中性 vs 负性) × 2 (调节策略：积极认

知重评 vs 观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情绪体验上, 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 (1, 

69) = 13.49, p < 0.001, ηp
2 = 0.16。积极认知重评组的

负 性 情 绪 体 验 显 著 低 于 (情 绪 评 分 高 于 )观 看 组

(M 重评 = 3.2, SE 重评 = 0.06; M 观看 = 2.88, SE 观看 

= 0.06)。调节策略与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69) = 8.41, p = 0.005, ηp
2 = 0.11。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在看到负性信息时, 积极认知重评组的负性情绪体

验显著低于观看组(M 重 评  = 2.17, SE 重 评  = 0.11; 

M 观看 = 1.59, SE 观看 = 0.11, p < 0.001); 而看到中

性信息时则显著无差别 (M 重 评  = 4.24, SE 重 评  = 

0.07; M 观看 = 4.16, SE 观看 =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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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 1 流程图 
注：蓝色粗框图为积极认知重评的检查记录屏, 实验中每隔 5 个试次出现该记录屏, 被试需在纸上写下两条事件发生的正向原因。

彩图见电子版 

 

在道德判断上, 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 (1, 

69) = 13.11, p < 0.001, ηp
2 = 0.16。积极认知重评组更

倾向于认为事件是道德的, 道德标准更宽松(M 重评 

= 3.83, SE 重 评  = 0.08; M 观 看  = 3.42, SE 观 看  = 

0.08)。信息类型与调节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69) = 18.47, p < 0.001, ηp
2 = 0.21。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当面对负性信息时, 相比于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

组的被试认为其是更道德的(M 重评 = 2.47, SE 重 评 

= 0.13; M 观看 = 1.55, SE 观看 = 0.12, p < 0.001); 而

面对中性信息则不然(M 重评 = 5.19, SE 重评 = 0.11; 

M 观看 = 5.33, SE 观看 = 0.11)。 

在转发意愿上, 调节策略主效应不显著, F (1, 

69) = 1.23, p = 0.27。信息类型主效应显著, F (1, 69) 

= 338.78, p < 0.001, ηp
2 = 0.83。个体对负性信息有更

高的转发意愿(M 负性 = 6.27, SE 负性 = 0.19; M 中性 

= 2.22, SE 中性 = 0.16)。调节策略与信息类型的交互

作用显著, F (1, 69) = 13.64, p < 0.001, ηp
2 = 0.17。简

单效应检验表明, 相较于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组

对负性信息的转发意愿显著降低 (M 重 评  = 5.71, 

SE 重 评 = 0.28; M 观 看 = 6.84, SE 观 看 = 0.27, p = 

0.005); 而中性信息则不然(M 重评 = 2.47, SE 重评 = 

0.23; M 观看 = 1.97, SE 观看 = 0.23)。 

在 转 发 行 为 上 , 调 节 策 略 的 主 效 应 不 显 著 , 

F (1, 69) = 3.89, p = 0.053, ηp
2 = 0.05。信息类型主效

应显著, F (1, 69) = 464, p < 0.001, ηp
2 = 0.87。被试对

负性信息的转发行为更多(M 负性 = 0.67, SE 负性 = 

0.03; M 中性 = 0.02, SE 中性 = 0.01)。调节策略与信

息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 (1, 69) = 2.5, p = 

0.119。见图 2。 

同时, 基于个体差异的相关分析显示, 在看到

负性信息时, 被试的情绪体验评分同道德判断评分

显著正相关(r = 0.93, p < 0.001, corrected p < 0.001), 

情绪体验评分同转发意愿(r = −0.43, p < 0.001, 

corrected p < 0.001)、转发行为(r = −0.29, p = 0.014, 

corrected p = 0.018), 道 德 判 断 同 转 发 意 愿 (r = 

−0.36, p = 0.002, corrected p = 0.004)均有显著的负

相关 , 多重比较使用错误发现率 (FDR)法进行校

正。这说明, 在面对负性信息时, 个体的负性情绪

体验越低(情绪评分越高), 其道德判断标准就会放

得越宽 , 转发意愿就会越低 , 转发行为就会越少

(图 3)。 

2.5.3  情绪的中介作用 

行为结果表明, 积极认知重评可以显著降低被

试面对负性信息时的负性情绪体验, 但其对转发行

为(转发比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个体情绪体验同

转发行为又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我们认为, 这可

能意味着存在积极认知重评通过情绪体验来间接

影响转发行为的中介效应。因此, 我们通过中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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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息类型及调节策略 2×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注：图中(A)为情绪评分, (B)为道德判断, (C)为转发意愿, (D)为转发行为。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SE , *** p < 0.001, ** p < 0.01。 

 

 
 

图 3  面对负性信息时, 个体情绪体验同道德判断(A)、转发行为(B)、转发意愿(C), 以及道德判断同转发意愿(D)的

散点图 
 

析检验情绪体验是否在积极认知重评影响转发行

为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使用 Andrew F.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v3.5 进行检验。由于自变量情绪

调节策略为分类变量, 我们首先将它进行虚拟编码

(0 为观看, 1 为积极认知重评), 之后按照温忠麟等

人(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要求, 对情绪体验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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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为进行中心化处理, 将公正敏感性量表、交流

恐惧自陈、微博使用量表数据中心化后作为协变量

放入模型, 选择 95%置信区间, Boostrap = 5000。结

果显示, 积极认知重评通过降低负性情绪来影响转

发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0.21, 95% Bootstrap 置信

区间为[−0.43, 0.02], 包括零, 中介效应不显著。 

2.6  实验 1 讨论 

实验 1 结果表明, 信息类型会影响信息转发的

意愿和概率, 即使个体并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原因。

具体表现为, 相比于中性事件, 被试对负性事件的

负性情绪更高, 更认为其是不道德的, 且转发意愿

和概率也显著更高。然而 , 同样是面对负性事件 , 

进行了积极认知重评(考虑事件发生的正向原因)的

被试相较于没有进行的, 其负性情绪显著更低, 认

为事件是更道德的, 转发意愿也显著更低。这表明, 

个体在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后, 事件的负性情绪唤起

将减弱, 个体的道德判断标准会放宽, 虽无法显著

减少个体的转发行为(减少 11%), 但存在显著的趋

势(p = 0.053)。其次, 情绪在积极认知重评影响转发

行为中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情感归因理论认为, 

个体的主观情绪体验是生理唤醒以及环境背景的

认知解释共同造就的 (Schachter & Singer, 1962), 

而脑电、心率等生理指标相比主观情绪评价可以更

加客观地反映个体的情绪唤起水平 (Yuan et al., 

2015)。据此, 我们推测中介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个体

的主观情绪评分与神经生理结果并不一致, 积极认

知重评影响信息传播的关键中介变量可能需要以

更为客观的神经生理指标来反映(如 EPN、LPP)。

如前言所述, EPN 反映情绪加工的早期注意偏向, 

是对情绪刺激进行选择性处理的早期指标(Berchio 

et al., 2022; Schupp et al., 2006); LPP 反映晚期情绪

体验, 与情绪场景的深入处理和维持注意有关, 被

认为对高情绪性(Olofsson et al., 2008)、高动机性

(Cuthbert et al., 2000)的刺激反应更大。这两个成分

能够较好代表体个体看到负性信息时情绪加工的

全貌, 相比于主观情绪评分能更客观地反映情绪唤

起和体验。因此, 实验 2 拟采用事件相关电位, 利

用其高时间分辨率的特点, 探究经历积极认知重评

后, 个体情绪体验在神经层面的变化及其对随后的

转发意愿、转发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3  实验 2：积极认知重评影响负性
信息传播的脑电特征 

3.1  被试 

使用 G-power 3 参考 Baum 等人(2020)的研究

结果, 设置 LPP、EPN 的效应量 ηp
2 = 0.22, α = 0.05, 

power = 0.9, 计算得到实验 2 共需要被试 40 人。在

四川师范大学招募 51 名被试(12 名男生, 39 名女生, 

M 年龄 = 20.04 岁, SD 年龄= 1.83 岁), 参照实验 1 的标

准剔除问卷数据不合格者 7 人后, 共有 44 名被试纳

入数据分析, 其中认知重评组 22 人(男生 3 人, 女

生 19 人), 观看组 22 人(男生 7 人, 女生 15 人)。所

有被试均报告自己从未使用过精神药物, 且无精神

障碍史, 无服用避孕药或其他激素类药物, 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 2 的被试均未参加实验

材料评定及实验 1。实验 2 中进行的所有程序均获

得被试知情同意书, 并符合机构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的道德标准及 1964 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及其后

来的修正案或类似的道德标准。 

3.2  实验设计 

采用 2 (信息类型：中性 vs 负性) × 2 (调节策

略：积极认知重评 vs 观看)的混合设计, 其中信息

类型为组内变量, 调节策略为组间变量。因变量为

被试面对两种情绪事件图片时的情绪体验(9 点评

分)、道德判断(9 点评分)、转发意愿(9 点评分)、转

发行为(是否转发)和面孔呈现及各评分屏诱发的脑

电成分即枕颞区 EPN 与中央顶区 LPP。统计分析

时, 情绪体验、道德判断、转发意愿指标为对应条

件下的评分均值; 转发行为指标为“转发率”, 即该

条件下的信息转发数/信息总数。EPN 指标为对应

条件刺激呈现后 160~240 ms 内枕颞区电极点 PO7, 

PO8, PO3 和 PO4 的平均波幅; LPP 指标为对应条件

刺激呈现后 400~800 ms 内中央顶区电极点 CPz, 

POz, Pz, P3 和 P4 的平均波幅。 

3.3  材料和程序 

实验 2 所用材料同实验 1, 即中性、负性情绪

事件图片各 44 张 , 问卷材料有公正敏感性量表

(JSS), 交流恐惧自陈量表(PRCA-24), 微博使用状

况调查问卷, 正负性情绪状态量表(PANAS), 情绪

调节问卷(ERQ), 视觉表象清晰度问卷(VVIQ)。 

实验 2 在标准室内脑电实验室进行(独立房间, 

隔音良好), 分为两个 Session, Session 1 为事件相关

设计的脑电实验, 流程与实验 1 稍有不同; Session 

2 为行为实验, 目的是操作有效性检验, 评判个体

是否正确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具体而言, 被试首先

完成正负性情绪状态量表以及视觉表象清晰度问

卷, 进入 Session 1。在 Session 1 中, 对于每一个试

次, 屏幕首先会呈现 500~1500 ms 的注视点“+”, 然

后呈现 6000 ms 的情绪事件图片, 被试需要有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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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观看阅读 , 并在心中判断事件为中性还是负性; 

间隔 500~1500 ms 的灰色空屏后, 再呈现 6000 ms

当前的面孔图片, 要求被试看着面孔体会自己在浏

览事件时的情绪; 最后, 间隔 500~1500 ms 的灰色

空屏后, 被试依次进行情绪体验的评分、道德判断

评分、转发意愿评分、转发行为判断, 皆不限反应

时间, 但评分之间有 500~1500 ms 的灰色空屏。同

样, 相较于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组在面孔图片呈

现时, 除了体会浏览事件时的情绪, 若事件为负性, 

还要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实验中对面孔呈现、情绪

评分、道德判断、转发意愿、转发行为屏记录脑电

数据。对于情绪事件呈现屏, 由于其兼有文字和图

片两类刺激, 对文字材料的阅读与事件相关电位记

录需锁定单一、静态刺激的原则不相符(Picton et al., 

2003; Puce & Hämäläinen, 2017), 因此脑电锁时该

刺激将造成潜在混淆和干扰。所以, 本研究不对此

屏记录脑电数据, 而是增加一屏单独呈现与信息配

对的面孔并记录脑电。为了确保被试在面孔呈现时

才开始实施认知重评调节, 我们在文字−面孔刺激

屏仅要求被试认真阅读事件材料, 强化事件与面孔

的联系。对于每名被试, 先练习 2 个试次, 后进入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包含 88 个试次, 中性和负性情

绪事件随机呈现, 每个事件只出现一遍。每 8 个试

次被试可以自主休息一次 , 按空格键继续实验。

Session 1 结束后需要被试对情境带入程度(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将自己代入情境)和指导语遵循程度(在

实验中, 对积极认知重评指导语的遵循程度)进行

评分。 

在 Session 2 中, 从 44 张负性情绪事件图片中

随机抽取 8 张, 形成 8 个试次。对于每一个试次, 首

先呈现注视点“+” 500~1500 ms; 随后呈现情绪事

件图片 5000 ms, 要求被试回忆自己在 Session 1 中

考虑到的正向原因; 间隔 500~1500 ms 注视点“+”

后出现记录屏, 提示被试在纸上写下来, 完成后按

键进入下一个试次。结束后交由专家评判, 不合格

者剔除分析(见图 4)。 

3.4  脑电指标及记录 

如前所述, 我们选取枕颞区 EPN 与中央顶区

LPP 作为实验 2 的脑电指标。EPN 是刺激出现后

200~300 ms 左右在枕颞区的一个负向成分; LPP 是

刺激呈现后 400 ms 左右出现的晚期正电位, 在中

央顶叶(CPz)有最大波幅分布。对于电极点的选择, 

参考 Baum 等人(2020)的研究, EPN 为枕颞区 PO7, 

PO8, PO3, PO4; LPP 为中央顶区 CPz, POz, Pz, P3

和 P4。 

脑电记录与分析采用 Brain Products 公司的设

备和系统。在国际 10-20 系统的基础上, 使用 64 个

标准的 Ag/AgCI 电极从头皮上获取脑电信号。其中, 

接地电极为 AFz, 在线参考电极为 FCz。从右眼正

下方 2 cm 处获得垂直眼电(VEOG); 从左眼外侧 
 

 
 

图 4  实验 2 流程图。 
注：Session 1 为积极认知重评, 对面孔呈现、情绪评分、道德判断、转发意愿、转发行为屏记录脑电数据; Session 2 为重评有效性

检验, 被试需在纸上写下在 Session 1 中考虑到的事件正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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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 处获得水平眼电(HEOG)。在记录过程中, 脑

电信号的采样率为 1000 Hz, 带通滤波范围为 0.01~ 

100 Hz, 电极电阻控制在 5 kΩ 以下。采用基于

MATLAB (2019a)的脚本以及 EEGLAB (2021.0)工

具包、Fieldtrip (20201015)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获得的脑电数据首先需要进行预处理操作以去除

伪影、提升信噪比(Liu et al., 2024)：首先以 2~40 Hz

的标准对数据进行滤波, 同时通过 ICA (独立成分

分析)计算出独立成分矩阵; 随后将原始数据按照

0.01~40 Hz 的标准再次进行滤波, 将先前计算得到

的成分矩阵应用于滤波后的数据 , 用于后续 ERP

成分分析。由于基于 2 Hz 以上的数据计算得到的

独立成分矩阵准确性较高, 所以本研究进行两次滤

波, 以提高数据的信噪比, 避免数据的失真。 

预处理具体步骤如下：(1)数据导入, 通过脚本

将原始数据批量导入; (2)定位电极; (3)重采样, 降

低采样率至 500 Hz, 加快数据处理的速度; (4)滤波, 

按照先前所述标准, 进行两次滤波; (5)剔除线性干

扰, 通过 CleanLineNoise 插件去除信号中的线性噪

音; (6)剔除无用电极 , 剔除垂直眼电和水平眼电; 

(7)重参考, 使用双侧乳突(TP9/TP10)作为离线参考, 

通过插值法恢复在线参考 FCz; (8)剔除坏导, 通过

肉眼识别有问题的通道, 并手动删除; (9)分段, 面

孔刺激的分段参数为[−200 ms, 6000 ms], 即刺激

呈现前 200 ms 以及刺激呈现后的 6000 ms, 评分阶

段的分段参数为[−200 ms, 1000 ms], 即刺激呈现

前 200 ms 以及刺激呈现后的 1000 ms, 其中以事件

呈现前的 200 ms 作为单个试次矫正的基线; (10)删

除坏段, 通过 EEGLAB 的自动识别噪音和违纪拒

绝插件对分段数据进行处理 , 将剩余试次数少于

68%的参与者删除, 最后保留 40 名被试的数据(剩

余试次数量 M 中性 = 39.48, SD 中性 = 5.41; M 负性 = 

39.33, SD 负性 = 4.77), 其中观看组 19 人(剩余试次

数量 M 中性 = 39.57, SD 中性 = 4.38; M 负性 = 39.33, 

SD 负 性 = 3.89), 认知重评组 21 人(剩余试次数量

M 中性 = 39.38, SD 中性 = 6.38; M 负性 = 39.33, SD 负性 

= 5.62); (11) Run ICA, 对处理后的 2~40 Hz 数据基

于 EEGLAB 的默认算法进行独立成分分解。然后

将成分矩阵应用于 0.01~40 Hz 滤波后的数据。(12)

剔除眼动成分等, 通过 ICALable, 基于与实验中记

录的水平和垂直眼电的相关性, 自动删除眨眼及水

平眼动。(13)插值坏导, 通过 pop_interp 函数对先

前删除的坏导进行插值补充(颜心雨, 2021)。 

3.5  结果 

3.5.1  操作有效性检验 

通过分析情绪评分(9 点评分, 得分越低表明情

绪越负性), 发现被试对负性信息的情绪评分显著

低于中性信息(M 负性 = 2.32, SD 负性 = 0.91; M 中性 = 

5.09, SD 中 性  = 0.21; t(70) = −19.52, p < 0.001, 

Cohen’s d = −2.94), 说明对信息的选择是有效的, 

负性信息成功唤起了负性情绪。其次, 将积极认知

重评组在 Session 2 中记录下的事件正向原因交由

专家分析评判后, 未剔除任何被试, 表明重评组被

试皆进行了积极认知重评。 

3.5.2  行为结果 

行为结果基本同实验 1。分别对被试的情绪体

验、道德判断、转发意愿和转发行为(信息转发数/

信息总数)进行 2 (信息类型：中性 vs 负性) × 2 (调

节策略：积极认知重评 vs 观看)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 

在情绪体验上, 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 (1, 

42) = 15.84, p < 0.001, ηp
2 = 0.27。积极认知重评个体

的负性情绪体验低于(情绪评分高于)观看组个体

(M 重评 = 3.95, SE 重评 = 0.09; M 观看 = 3.48, SE 观看 

= 0.09)。调节策略与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42) = 10.22, p = 0.003, ηp
2 = 0.2)。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在看到负性信息时, 积极认知重评组个体的负性情

绪体验显著低于观看组 (M 重 评  = 2.77, SE 重 评  = 

0.17; M 观看 = 1.88, SE 观看 = 0.17, p < 0.001); 而看

到中性信息时则显著无差别(M 重评 = 5.12, SE 重 评 

= 0.05; M 观看 = 5.06, SE 观看 = 0.05)。 

在道德判断上, 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 (1, 

42) = 24.1, p < 0.001, ηp
2 = 0.37。积极认知重评组更

倾向于认为事件是道德的, 道德标准更宽松(M 重评 

= 4.07, SE 重 评  = 0.11; M 观 看  = 3.32, SE 观 看  = 

0.11)。信息类型与调节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42) = 6.6, p = 0.014, ηp
2 = 0.14。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当面对负性信息时, 相比于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

组的被试认为其是更道德的(M 重评 = 2.74, SE 重 评 

= 0.19; M 观看 = 1.57, SE 观看 = 0.19, p < 0.001); 而

面对中性信息则不然(M 重评 = 5.4, SE 重评 = 0.12; 

M 观看 = 5.07, SE 观看 = 0.12)。 

在转发意愿上, 调节策略主效应不显著, F (1, 

42) = 2.84, p = 0.099。信息类型主效应显著, F (1, 42) 

= 285.06, p < 0.001, ηp
2 = 0.87。个体对负性信息有更

高的转发意愿(M 负性 = 6.47, SE 负性 = 0.2; M 中性 = 

2.37, SE 中性 = 0.2)。调节策略与信息类型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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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显著, F (1, 42) = 2.97, p = 0.09。 

在转发行为上, 调节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 (1, 

42) = 6.6, p = 0.014, ηp
2 = 0.14。积极认知重评组的转

发行为显著更少(M 重评 = 0.31, SE 重评 = 0.03; M 观看 

= 0.4, SE 观看 = 0.03)。信息类型主效应显著, F (1, 

42) = 416.44, p < 0.001, ηp
2 = 0.91。被试对负性信息

的转发行为更多(M 负性 = 0.7, SE 负性 = 0.03; M 中性 

= 0.01, SE 中性 = 0.003)。调节策略与信息类型的交

互作用显著, F (1, 42) = 5.78, p = 0.021, ηp
2 = 0.12。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相较于观看组, 积极认知重评

组对负性信息的转发行为显著减少(M 重 评 = 0.62, 

SE 重评 = 0.05; M 观看 = 0.79, SE 观看 = 0.05, p = 

0.016); 而中性信息则不然(M 重评 = 0.01, SE 重评 = 

0.01; M 观看 = 0.02, SE 观看 = 0.01)。见图 5。 

其次, 为避免是样本选择的问题, 按实验 1 操

作再次进行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分析, 发现中介效

应 值 为−0.37, 95% Bootstrap 置 信 区 间 为 [−1.16, 

0.41], 包括零, 中介效应仍然不显著。说明积极认

知重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不通过主观的情绪体验

起作用。 

3.5.3  脑电结果 

对面孔呈现、情绪评分、道德判断、转发意愿、

转发行为屏记录的脑电数据中的 EPN (160~240 ms)

和 LPP (400~800 ms)成分的平均波幅进行了分析。 

对于面孔呈现屏, EPN 平均波幅分析结果显示, 

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 F (1, 38) = 5.46, p = 0.025, ηp
2 

= 0.13。积极认知重评组的 EPN 波幅比观看组显著

更小(M 重评 = 2.57, SE 重评 = 0.44; M 观看 = 1.07, 

SE 观看 = 0.47)。信息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 (1, 38) = 

1.65, p = 0.207。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38) = 

0.004, p = 0.949。LPP 分析结果显示, 调节策略主

效应不显著, F (1, 38) = 1.13, p = 0.294。信息类型

主效应不显著, F (1, 38) = 0.56, p = 0.457。两者交

互作用不显著, F (1, 38) = 3.81, p = 0.058。见图 6。 

对于情绪评分屏, EPN 分析结果显示, 调节策

略主效应显著, F (1, 38) = 11.42, p = 0.002, ηp
2 = 

0.23。积极认知重评组的 EPN 波幅显著小于观看组

(M 重评 = 2.2, SE 重评 = 0.57; M 观看 = −0.59, SE 观看 

= 0.6)。信息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 (1, 38) = 2.39, p = 

0.13。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38) = 0.93, p = 

0.342。LPP 分析结果显示, 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 

F (1, 38) = 4.39, p = 0.043, ηp
2 = 0.1。积极认知重评

组的 LPP 波幅显著高于观看组(M 重评 = 2.32, SE 重评 

= 0.4; M 观看 = 1.12, SE 观看 = 0.42)。信息类型主效

应不显著, F (1, 38) = 1.1, p = 0.302。两者交互作用

不显著, F (1, 38) = 1.15, p = 0.29。 
 

 
 

图 5  信息类型及情绪调节策略 2×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注：图中(A)为情绪评分, (B)为道德判断, (C)为转发意愿, (D)为转发行为。误差线表示标准误 SE , *** p < 0.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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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面孔呈现阶段两组被试枕颞区 EPN、中央顶区 LPP 波幅和地形图。EPN (160~240 ms)的波幅是电极点 PO7, PO8, 

PO3, PO4 的平均值; LPP (400~800 ms)的波幅是电极点 CPz, POz, Pz, P3, P4 的平均值。ERP 波形图中, X 轴起

始于刺激呈现前 200 ms (基线), 结束于刺激呈现后 1000 ms。彩图见电子版。 

 

对于道德判断屏、转发意愿屏和转发行为屏, 

EPN 和 LPP 分析均未得出显著的效应。 

3.5.4  EPN 的中介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 积极认知重评可以显著降低个

体对负性信息的传播, 且显著调节了被试在面孔呈

现和情绪评分阶段枕颞区 EPN 波幅。更重要地, 将

调节策略、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情绪评分、道德判断、

转发意愿、转发行为以及个体在面孔呈现、情绪评

分时的 ERP 成分进行相关分析, 并使用 FDR 法进

行多重比较校正。发现个体在面对与负性信息匹配

的面孔时 EPN 的波幅与调节策略(r = 0.34, p = 

0.017, corrected p = 0.027)、转发意愿(r = −0.46, p = 

0.001, corrected p = 0.004)以及转发行为(r = −0.31, 

p = 0.024, corrected p = 0.037)都显著相关, 见表 2。 

因此, 我们将调节策略、转发行为、转发意愿、

面孔呈现屏 EPN 波幅进行标准化, 将公正敏感性

量表、交流恐惧自陈量表、微博使用状况调查问卷

数据进行标准化后作为协变量, 建立了积极认知重 
 

表 2  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评分、道德判断、转发意愿、转发行为、枕颞区 ERP 两两相关 

变量 调节策略 情绪体验 道德判断 转发意愿 转发行为 面孔呈现屏 EPN 情绪评分屏 EPN

调节策略 1            

情绪体验 0.473** 1          

道德判断 0.542** 0.93** 1        

转发意愿 −0.32* −0.559** −0.426** 1      

转发行为 −0.324* −0.355* −0.222 0.751** 1    

面孔呈现屏 EPN 0.337* 0.194 0.089 −0.46** −0.313* 1  

情绪评分屏 EPN 0.42** 0.255 0.235 −0.177 −0.096 0.721** 1 

注: **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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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通过 EPN 波幅来影响转发意愿、转发行为的两

个 中 介 模 型 , 使 用 Andrew F. Hayes 开 发 的

PROCESS v3.5 进 行 检 验 , 选 择 95%置 信 区 间 , 

Boostrap = 2000。结果发现, 积极认知重评通过降

低 EPN 波幅来影响转发意愿的中介效应值为−0.29,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68, −0.003], 积极认

知重评通过降低 EPN 波幅来影响转发行为的中介

效应值为−0.34,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76, 

−0.01], 都不包含零, 表明两个模型的中介效应都

显著。见表 3、图 7。 

3.6  实验 2 讨论 

实验 2 中的行为结果重复了实验 1 得出的结论, 

即个体在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后, 浏览负性信息时产

生的负性情绪会显著减弱 , 道德判断标准会放宽 , 

转发行为会显著减少。同样, 主观情绪体验并不能

够中介积极认知重评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脑电结果表明, 积极认知重评可以带来更小的

EPN 波幅。EPN 被视为大脑对情绪性刺激进行早期

选 择 性 视 觉 处 理 的 重 要 标 志 (Beligiannis et al., 

2022), 与注意资源的分配以及对视觉刺激的情绪

评价有关, 反映了大脑对情绪信息的快速自动化加

工(Yoon et al., 2015), 尤其在对消极和威胁性刺激

的注意捕获上表现突出(Huang et al., 2023)。因此, 

更小的 EPN 波幅提示积极认知重评显著降低了个

体对情绪面孔的注意投入。我们没有发现信息类型

的主效应, 这与 Baum 等人(2020)的结果是一致的, 

他们在前后两个实验中, 均未观察到 EPN 在不同

效价的信息面孔组合材料间存在显著差异。更重要

的是, 我们在脑电数据中发现了个体在面孔呈现阶

段 EPN 波幅的中介作用, 具体来说, 积极认知重评

的 EPN 波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转发意愿和转发行

为, 即 EPN 波幅越小, 个体对负性信息的负性情绪

体验越少, 转发意愿越低、转发行为越少。这一中

介效应说明, 积极认知重评组被试在面孔呈现阶段

对情绪的快速自动化加工或选择性注意已经显著

降低, 并影响了个体随后的转发意愿和转发行为。

而反映个体情绪指标的主观评分却并不能够在其

间起中介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主观情绪评分涉及后

期的认知加工, 与早期的情绪信息注意和识别并不

相同。Wieser 等人(2012)研究发现, 帕金森病(PD)

患者由于早期情绪区分能力受损 , 虽然在情绪评

分、唤醒度评定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但观看负性情绪面孔时的 EPN 波幅显著低于对照

组。Huang 等人(2023)也发现, 无论被试持有何种

情绪信念 (如 , 情绪是 否可控？消极情绪是否有

害？), 观看不愉快图片诱发的 EPN 成分波幅都比

观看中性图片更大, 表明 EPN 作为反映消极情绪

刺激注意偏向和早期加工的指标是相对客观的。据

此我们认为, 是自动化、选择性情绪反应而非主观

情绪体验决定了个体是否转发该信息。 

前已述及, 情感归因理论认为, 个体的主观情

绪体验是生理唤醒以及环境背景的认知解释共同 
 

表 3  积极认知重评对转发意愿(模型一)及转发行为(模型二)的影响, EPN 的中介 

模型 效应 路径 效应量 SE 95% bootstrap 

模型一 

总效应  −0.788 0.29 [−1.339, −0.204] 

直接效应 积极认知重评→转发意愿 −0.496 0.317 [−1.14, 0.148] 

间接效应 积极认知重评→EPN→转发意愿 −0.293 0.175 [−0.682, −0.003] 

模型二 

总效应  −0.694 0.288 [−1.279, −0.148] 

直接效应 积极认知重评→转发行为 −0.35 0.336 [−1.032, 0.331] 

间接效应 积极认知重评→EPN→转发行为 −0.344 0.19 [−0.755, −0.008] 

注: 中介效应检验中将公正敏感性问卷、交流恐惧自陈问卷及微博使用问卷作为协变量纳入模型分析 

 

 
 

图 7  枕颞区 EPN 波幅(160~240 ms)在积极认知重评影响转发意愿(A)与转发行为(B)中发挥中介作用。 
注：**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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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的(Schachter & Singer, 1962), 但实验结果显

示个体的情绪评分与枕颞区 EPN 成分的相关并不

显著。Beligiannis 等人(2022)在关于蛇检测理论的

研究中也发现, 虽然被试对蛇和蜘蛛图片的主观恐

惧评分都显著大于中性刺激(鸟), 但仅发现被试在

面对蛇类刺激时, 其恐惧评分越高, EPN 反应强度

越大。这表明个体的生理唤醒与主观体验有一定联

系, 但也存在差异。EPN 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基于本

能、非意识层面的大脑处理机制。 

总的来说, 实验 2 从神经层面证明了积极认知

重评的确会对全貌未知信息的传播产生影响, 而这

一影响是通过枕颞区 EPN 成分的中介发挥作用的, 

这一成分反映的是个体快速的反射性的情绪注意。 

4  总讨论 

本研究将信息传播的研究视角缩小, 从个人转

发行为角度出发, 考察了不同类型全貌未知信息传

播量的差异, 探究了积极认知重评对此类信息传播

的影响 , 并分析了该影响的神经生理特征。最终 , 

本研究在行为层面发现了信息中包含的情绪因素

以及积极认知重评对全貌未知信息传播的影响：即

信息会由于所包含的情绪类型不同导致传播量的

不同 , 积极认知重评作为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策

略可以显著降低全貌未知负性信息的传播量 ; 虽

然并未发现主观情绪体验的中介作用, 但本研究在

神经层面发现了快速反射性情绪指标——枕颞区

EPN 波幅——在积极认知重评影响转发意愿和转

发行为的路径中均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成果弥

补了个体视角下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在信息传播

研究中的空白, 为虚假舆情的管控和治理提供了新

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实验 2 中, EPN 的调节策略

主效应显著(积极重评组的波幅显著小于观看组), 

但信息类型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却不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认知重评具有持续性, 如 Erk 等人(2010)研究

发现, 即使在完成认知重评任务后大约 15 分钟对

情绪刺激再进行被动观看, 个体面对相同刺激时依

然表现出了持续的情绪调节效果(杏仁核激活维持

在较低水平), 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个体一旦意识

到先前的调节有效后, 即便未要求其进行情绪调节

也可能会自动地使用该策略、观点或态度。故本研

究中, 积极重评组被试可能在经过大量的重评之后, 

能较为长久而稳定地以更正向的态度对待事件, 对

与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关联的面孔的注意偏向、

自动化感知加工水平减弱, 并在神经生理指标上体

现为 EPN 波幅的持续降低。此外, EPN 波幅在不同

效价信息所关联的面孔之间未出现显著差异, 这可

能是因为 EPN 的情绪效应在个体看到高知名度(更

熟悉 )的面孔时很大 , 对于陌生面孔则非常微弱

(Suess et al., 2015)。而研究中所使用的面孔材料均

为被试不熟悉的陌生面孔, 因而可能导致两组被试

EPN 波幅在中、负性信息条件下的差异都未能被有

效捕获。其次, 我们并没有发现中央顶区 LPP 成分

在进行重评后出现显著变化。前人研究指出, 个体

对信息进行传播的原因是在信息中感知到了威胁

信号, 转发是为了个体以及群体的生存价值(Baum 

& Abdel Rahman, 2021; 张梅 等, 2021)。LPP 也被

认为是与威胁信号相关的成分 (Flykt & Caldara, 

2006), 却在积极认知重评后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

变化。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信息的威胁程

度不高。相比前人在激发中央顶区 LPP 研究(Flykt 

& Caldara, 2006; Rosenbaum et al., 2020)中采用的

材料(蜘蛛、蛇、尸体等威胁信号较大的图片), 本

研究中的负性信息(如, 这个女人拒绝接种新冠疫

苗并宣称国产疫苗无用)的威胁程度更低, 即使个

体的负性偏向会增加对负性实体的感知 (朱永泽 

等, 2014)。而负性偏向之所以导致的网络突发事件

大规模传播(张梅 等, 2021), 很有可能是由于信息

内容的差异。例如在 COVID-19 流行期间, 由于虚

假信息带来的囤药潮或者由此引发的网络疑病症

(Cyberchondria), 相比于其他负性信息更有可能威

胁到个体的生存, 因此会被大规模传播。在此我们

猜想：个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动机会因为信息类别的

不同而有所改变。即, 可能存在两种传播路径, 其

一是文化进化理论提出的感知到威胁信号而进行

的传播; 其二是本研究验证的基于情绪的传播。如

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信息类别进行划分可能会得

到新的结果。 

此外, 本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首先是情绪调

节方式单一, 除积极认知重评外没有考察其他情绪

调节策略的作用, 未来可以考察是否存在更加有效

的减少全貌未知信息传播的情绪调节方式; 其次, 

本研究未将性别因素对实验效果的影响纳入考量, 

但对性别和分组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 在两个实验

中积极重评组和观看组在男女性别构成上都不存

在显著差异, 故两组的差异并非来自性别构成的不

同。而将性别作为协变量重新进行分析后, 除实验

2 情绪评分屏 LPP 的调节策略主效应消失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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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其余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此外 , 实

验 2 中积极重评发生的时间点可能存在前置效应。

为了排除动态阅读的影响, 本研究记录分析的是面

孔单独呈现诱发的脑电, 而未对前一屏情绪事件呈

现屏(面孔−文字复合刺激)进行记录分析。虽然指导

语明确引导被试在面孔刺激单独呈现时才开始实

施积极重评, 但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可能会因为熟悉

了实验流程而提前重评。未来的研究, 需要找到更

加切实可行 ERP 任务设计, 来达到对于情绪调节

时间进程的精确考察; 最后, 研究并没有考察负性

信息中不同类别信息的传播方式, 例如前文中提到

的高威胁信号及低威胁信号的传播。已有研究表明, 

相比于其他刺激, 威胁刺激具有自动加工特征, 更

易激活人脑的注意加工系统, 并自动激活某些负责

防御的脑区, 如杏仁核(amygdala)和导水管周围灰

质(periaqueductal gray, PAG; LeDoux, 2012), 因此

可以利用 fMRI 在神经层面对相关研究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 以得到更加客观的结论。 

5  结论 

本文通过两个实验, 系统地探究了情绪及情绪

调节策略对全貌未知的负性信息传播的影响。并在

行为实验的基础上结合了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初步

考察了情绪调节策略影响信息传播的神经电生理

特征, 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1)对于负性信息, 即

使个体并不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 也会有较强的转

发意愿和转发行为。(2)当个体进行积极认知重评后, 

全貌未知负性信息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显著降低, 

个体的转发行为显著降低 , 且后者是通过枕颞区

EPN 波幅的中介作用达成的。(3)在积极认知重评影

响个体转发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是个体快速、反

射性的客观情绪注意, 而并非混合了生理唤醒以及

对环境背景进行认知解释后的主观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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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ge in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ch as Sina Weibo, has made retweet a significant 

means of onlin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yet concurrently led to the rampant spread of false information, 

resulting in frequent network contingencie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ssible interven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with unknown contexts is imperative. 

Despite this importance,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ol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curbing the spread of 

s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retweet behavior.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conducting two experiments that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moti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considering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ev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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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agation of such ambiguous information at both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levels. 

Utilizing a mixed factorial design with 2 (Information Type: Neutral vs Negative) × 2 (Regulation Strategy: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vs Observation),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Reappraisal and Observation 

groups (control group).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a fixation point was initially presented, followed by 

randomly displayed emotionally-laden event images (neutral faces combined with neutral/negative information), 

which had been pre-assessed.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either simply immerse themselves in observing the 

images (Observation group) or to engage in both observation and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Reappraisal 

group), after which they rated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moral judgments, retweet willingness and retweet 

behavior. Experiment 1 included 71 participants (mean age 20.16 ± 1.85 years); the Reappraisal group consisted 

of 35 participants (14 males, 22 female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rised 36 participants (11 males, 

24 females). Experiment 2 involved 44 participants (mean age 20.04 ± 1.83 years), with 22 in each group. 

Building upon Experiment 1, this second experiment incorporate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following the 

presentation of emotional event images, isolated face stimuli matching the previously viewed information were 

shown. Participants engaged in reappraisal (Reappraisal group) or reflected on their emotions (Observation 

group) when viewing these faces, before proceeding to subsequent ratings. During the stages where face 

presenta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moral judgment, retweet willingness and retweet behavior were scored, EEG 

data were collected. 

Findings revealed that (1) information typ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retweet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even 

when the context or cause of the events is unclear to individuals. Specifically, participants exhibited heighten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perceived less morality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information compared to neutral content, 

leading to a higher inclination to retweet negative information. Notably, when exposed to negative informa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Reappraisal group showed lower levels of negative emotions, more lenient moral judgments, 

and significantly fewer retweet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is suggests that 

engaging in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diminishes the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relaxes moral judgment 

criteria, and reduces retweet behavior regarding information with unknown contexts. (2)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findings revealed that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ltered the amplitude of the early posterior negativity (EPN) 

component in the occipito-temporal region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More precisely, when 

confronted with negative informa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Reappraisal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lower EPN 

amplitud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Mediation analysis further illuminated that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reduced participants' retweet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by decreasing the amplitude of the 

EPN. 

This research pioneers an examination of personal retweet behavior,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with unknown contexts. By integrating event-related 

potential technology, it analytically addressed the neu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ffect, filling a 

theoretical gap in curren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esearch. Moreover, the study offers fresh insights into 

tackling the spread of false information by providing a novel approach grounded in emotion regulation theory. 

Keyword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negative emotion, EPN 

 



 心    理    学    报 第 56 卷 

 

附录： 

负性信息 
1. 这个女人为谋私利给患者开不对症的高价药 

2. 这个女人为赚人头费将学生以实习名义送入工厂 

3. 这个女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并宣称国产疫苗无用 

4. 这个女人冒领贫困生补助, 并用其购买新手机 

5. 这个女人将染有艾滋的针头放进共享单车坐垫里 

6. 这个女人在幼儿园里殴打不好好吃饭的小朋友 

7. 这个女人因被苛扣奖金心生怨念, 开车上街撞人 

8. 这个女人强迫游客在景点强制消费, 并且恶语相向 

9. 这个女人用劣质肉类代替羊肉向学生售卖肉串 

10. 这个女人怀孕期间吸毒致未出生的婴儿染上毒瘾 

11. 这个女人因为感情问题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12. 这个女人通过暗箱操作占了室友的保研名额 

13. 这个女人经常家暴自己丈夫致其严重受伤 

14. 这个女人看见自己母亲晕倒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5. 这个女人只顾自己享乐而对生病的父母不闻不问 

16. 这个女人使用劣质漆料装修教室致使儿童中毒 

17. 这个女人辱骂军人并煽动乘客进行道德绑架 

18. 这个女人为降低成本, 用地沟油给食客做菜 

19. 这个女人在过去三年间一直在广西地区拐卖小孩 

20. 这个女人高空坠物将无辜的行人砸致高位瘫痪 

21. 这个女人动用关系减轻了法院对她伤人的处罚 

22. 这个男人为了土地开发强拆了百姓的住宅 

23. 这个男人曾经在可可西里大规模盗猎藏羚羊 

24. 这个男人把别人的狗偷走后卖给饭店赚钱 

25. 这个男人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 致水源污染 

26. 这个男人在妻子怀孕期间家暴, 致其妻子流产 

27. 这个男人用劣质材料盖楼致使多名群众受伤 

28. 这个男人将匿名举报排污工厂的群众殴打住院 

29. 这个男人教唆自己的孩子去邻居家偷窃财物 

30. 这个男人拖欠了工地上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 

31. 这个男人对救死扶伤的医生发布侮辱性的言语 

32. 这个男人盗取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并且发表 

33. 这个男人割断了大厦外清洁窗户工人的保险绳 

34. 这个男人执法期间使用暴力砸烂了商贩的摊位 

35. 这个男人把抽完的烟头按在了流浪汉的胳膊上 

36. 这个男人将汽油浇在流浪猫身上然后点燃了它 

37. 这个男人为招揽修车店生意将钉子撒在马路上 

38. 这个男人在欠下大笔赌债后将女儿抵押给了债主 

39. 这个男人十一期间在日本旅游时参观了靖国神社 

40. 这个男人向老人售卖虚假药品致老人服用后住院 

41. 这个男人拒绝救治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致其死亡 

42. 这个男人为了报复举报自己的群众而买凶杀人 

43. 这个男人为骗取高考加分政策修改自己孩子户籍 

44. 这个男人在烈士忌日时上网发布辱骂烈士消息 

 

 

 

中性信息 
1. 这个女人在餐厅招手向服务员要了一份菜单 

2. 这个女人在寝室里拔掉了已经充满电的手机 

3. 这个女人把新买的电池装进了电视机遥控器里 

4. 这个女人下课后和同学去学校食堂吃了午饭 

5. 这个女人在结束晨跑后到商店买了包纸巾擦汗 

6. 这个女人在看电视期间用手机回复了一条消息 

7. 这个女人为前来办业务的顾客开通了一个账户 

8. 这个女人在社区排队等待已经预约的乙肝疫苗 

9. 这个女人在淘宝上选购了一件过冬的羽绒服 

10. 这个女人早上到办公室后冲了一杯咖啡来提神 

11. 这个女人从商场出来发现下雨后买了把雨伞 

12. 这个女人到办公室后批改了学生的期中试卷 

13. 这个女人去医院进行了公司要求的入职体检 

14. 这个女人结束上午工作后和同事去了食堂吃饭 

15. 这个女人下午准备到洗衣房里洗他的脏衣服 

16. 这个女人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下半年课程教材 

17. 这个女人结束了工作后在网上叫了一份外卖 

18. 这个女人在火车站门口等待过安检后进站 

19. 这个女人在小区超市里排队等待店员给她结账 

20. 这个女人在微信上将刚认识的同学添加为好友 

21. 这个女人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周发生的各种事情 

22. 这个男人打电话给酒店前台要来了一套洗漱品 

23. 这个男人在网购前浏览购物车比较后进行支付 

24. 这个男人雇佣了一个清洁工为自己打扫房子 

25. 这个男人在楼下快递站点取走了网上买的东西 

26. 这个男人向检票员出示了自己前往成都的车票 

27. 这个男人联系了工人师傅来维修家里的燃气灶 

28. 这个男人在网上购买了一些绘画需要的材料 

29. 这个男人走进地铁旁的便利店买了一份早餐 

30. 这个男人在小区超市里排队等待店员给他结账 

31. 这个男人向老师请教了一个软件的使用方法 

32. 这个男人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和电脑配套的键盘 

33. 这个男人在吃饭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人谈论天气 

34. 这个男人前往街道办事处为升学办理相关材料 

35. 这个男人下班后准备去超市选购一些厨房用具 

36. 这个男人在暑假期间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活动 

37. 这个男人从他同事那里拿了一个需要用的文件 

38. 这个男人结束晨跑后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矿泉水 

39. 这个男人从网上选购了一只毛笔用来练字 

40. 这个男人在看到家里停电后出门检查了电闸 

41. 这个男人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后准备出门坐公交 

42. 这个男人在商店买了一瓶晚上做菜要用的酱油 

43. 这个男人锁上了自行车后去便利店买了些食物 

44. 这个男人为了出行方便在商店买了一包口罩 

 


